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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新爱洛依丝》 经典化的生成
徐雨霁

摘　 要： 文学经典的生成并不是一个固定静态的价值判断， 而是在一个持续时空中文学与非文学因

素、 文本本身与社会语境不断对话、 重塑的过程。 《新爱洛依丝》 经典性的生成， 与卢梭对启蒙运动的回

应、 书信体小说的流行、 女性读者的兴起， 以及对自然理念和社会风俗的全方位考量， 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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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爱洛依丝》 是法国启蒙主义多元作家让－雅克·卢梭 （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１７１２—１７７８） 的

代表作， １８ 世纪欧洲文学的核心经典。 该书在 １７６０ 年末得以完成， 于次年 ２ 月出版发行。 它将不合传

统道德理念的师生之恋作为圣洁的 “乌托邦” 来歌颂， 超越宗教观念与社会等级偏见， 以充满激情与

诗意的笔触抒发了人性的美好， 更对 １９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与此后的爱情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书在当时法国巴黎出版， 甚至还未出厂， 就广为人知、 流传甚远， 更不要提出版之后受读者的欢

迎程度。 “书店里出租该书的价格竟高达每小时 １２ 个苏。 在后来的四十年里， 这部小说共再版了 ７２
次。” ［１］虽然这部小说最早在巴黎出版， 但除本土影响之外， 对于欧洲其他国家也具有超地域的吸引力，
卢梭的朋友圣朗拜尔还将其手抄本念给波兰的国王听， 它也成为了夫人们在卢森堡的宫廷里热谈的话

题。 尤其是在英格兰地区， 该书传播速度之快之广也是出乎意料， “虽然这部小说第一次出版时间是在

１７６１ 年， 但在 １７６０ 年的后期它已经在英格兰地区广泛流行着。” ［２］ 而相关的翻译也是及时而至， “三个

月之后由贝克特和德杭特两位书商所翻译的第一版两卷译作， 在 １７６１ 年 ４ 月 ７ 日出版销售” ［２］ ， 于同年

这个翻译版本也出现在了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 此外， 由于该书迅速走红， １７６１ 年便出现了两个英语

版本， 同时 “导致了一系列混乱的私人版本” 大行其道。［３］

１８ 世纪 ５０ 年代之后， “小说的内容从恶毒的护士、 窃失的遗嘱以及英俊王子艰难冒险挣离开来”，
“逐渐呈现出自然生活中真实的例子， 正如托马斯·哈代所言即 （小说） 为寻常生活的罕见呈现”。［４］ 充

满浪漫情怀的 《新爱洛依丝》 题材简单、 主题集中， 全部的情绪抒发与思想表达都由三四个人之间的

１６３ 封书信加以表现， 它抽离了人物细腻的描写， 也避免刻意营造题外的话题， 这也使这本小说在呈现

事物方式上令人耳目一新。 但它一经出版就被认为是巨作， “它描绘了日常生活， 申明了道德意义， 深

入人心……如果曾有一部小说的出现即可获得了最多的认可， 并可以被认作是小说与小说家最佳的转

折点的话， 那就是让－雅克·卢梭的 《新爱洛依丝》 ”。［４］但是， 这本书同样也没躲开法国讽刺天才伏尔

泰的嘲笑， 面对 《新爱洛依丝》 在法国的风靡和流行， 伏尔泰却毫不犹豫地写道： “让－雅克找到了成

功的诀窍， 就是在这部动人的小说里， 用三四页写下发生的事情， 再加上大约一千篇道德说教”。［５］ 无

论是批评亦或者是赞美， 都可见这本书的影响力。
《新爱洛依丝》 与法国 １８ 世纪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卢梭个人的审美追求、 道德伦理观念紧密联系，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０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 （１０＆ＺＤ１３５）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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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随着时代阅读与相应文化思潮的崛起， 不断赋予新的历史文化意义。 其经典化过程可概括为三个

因素： 一是启蒙主义运动。 这部小说中理性德操对情欲的克制是作者对启蒙主义理性的回应。 “卢梭通

过尖锐、 清晰以及刺耳的方式来书写这种纯粹恋情， 其潜在意图在于告诫法国中产阶级家庭”，［６］ 即他

“不仅仅着眼于 ‘与整个社会秩序有关的风俗和夫妻间的诚实，’ 而且还有一个更深远的目标， 要达到

‘社会的协调与社会的和平。’ ” ［１］（３）但文中对 １２ 世纪爱洛依丝与阿贝拉尔师生恋原型的运用以及超越

阶级伦理之爱的合法性表达， 不仅仅呼应了他自身的情感经历， 更是对后来浪漫主义爱情文学的产生

开启了实践之门。 二是文学体裁和女性读者的兴起。 １８ 世纪兴起的书信体小说契合当时西方主体性话

语建构的历史环境。 同时由于传统男女读者界限模糊和打破， 女性教育的普及与女性阅读之参与， 成

为这本小说传播的一大动力。 三是其自然主义理念。 文本中， 卢梭用肆意的笔触将人之心绪与大自然

变化产生呼应， 其 “回归自然” 的口号是对 １８ 世纪启蒙运动唯理主义的补充与中和， 不仅对浪漫主义

兴起给予了源头性的影响， 也孕育着 “整体”、 “融合”、 “平等” 的当代生态美学理念。 此外， 《新爱

洛依丝》 的经典性还体现在作者对教育观念、 契约共同体建构和社会风尚的涉及， 其浓郁的哲理性思

考使这部小说成为卢梭个人的 “百科全书”。

一、 启蒙视野中 《新爱洛依丝》 的生成

１８ 世纪的欧洲社会随着资产阶级不断成长， 新兴资产阶级不断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掌控权， 而反

映在思想文化上的启蒙主义运动不仅仅只是对古典主义文艺的反驳和批判， 也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之后

一次具有超地域和普遍性的反封建文化运动， 为随后资产阶级革命扫清了思想的障碍。 启蒙主义者以

理性和知识为旗帜， 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 提倡人性和自然科学， 反对宗教的愚昧与束缚， 以此启蒙

和解放他人。 “启蒙因此不仅是个人用来保证自己思想自由的过程。 当对理性的普遍使用、 自由使用和

公开使用相互重叠时， 便有启蒙”。［７］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提出了 “知识就是力量” 的口号， 洛克

继续在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人之认知 “白纸” 理论， 强调了后天经验对人思想形成的重要性。
意大利的维科在 《新科学》 一书里， 从语言学和哲学的角度考察人类发展史中对于真理与美的理解。
而在法国， 启蒙主义的影响更是具有社会性。 被誉为 “欧洲的良心” 的伏尔泰追求信仰、 言论的自由，
坚信理性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 “ （伏尔泰） 开创了理性主义诗学， 把对封建专制和维护其存在的上

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作为其理性主义史学的题中之意”。［８］ 孟德斯鸠在 《论法的精神》 里面宣扬了

理性的法律精神是对于人类自由的维护。 卢梭是法国启蒙主义者中最受争议的思想家。 这种争议主要

体现在作家对于文明与道德的双重思考以及对自由与回归自然的提倡上。
卢梭的思想与其说是对于启蒙主义运动的一种反叛， 倒不如说是一种补充。 １７５０ 年， 卢梭以一篇

名为 《论科学与艺术》 而逐渐开始确立自己的哲学观念。 在书中， 他从宏观人类发展格局入手， 着眼

于人类社会所经历的时期变化， 论述世界东西各大国的崛起过程， 从而得出了人生而自由平等， 自由

与自然是人之本性， 然而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科学艺术， 却给社会带来了道德的灾难。 １７５５ 年， 让卢

梭树敌更多的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在荷兰出版， 这本书基本上确立了卢梭整个哲学理念，
他认为人有自我完善的能力， 这种能力让人走向社会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的堕落。 １７５４ 年， ４２ 岁的卢

梭因为身心健康原因， 他与妻子黛莱丝赴日内瓦， 开始了 《新爱洛依丝》 的写作。
从 《新爱洛依丝》 这本书来看， 与其说是一本爱的颂歌， 不如说更像是一本道德与自然的宣言书。

首先， 卢梭运用曲折浪漫的爱情故事对启蒙主义运动做出自己的回应。 作为自然神论者， 卢梭把 《新

爱洛依丝》 中主要的五位主人公 （圣普乐、 克莱尔、 朱丽、 爱德华绅士、 沃尔玛） 设置成为自然状态

下的人， “自然状态的假定是卢梭文明批判的起点。 这种假定主要不是对人的存在的历史描述， 而是对

人的本性的理论预设， 其目的是确立文明评价的价值坐标和社会建构的先验基础”。［９］ 不同于伏尔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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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的理性至上， 卢梭视自然纯洁的人性是值得赞美的。 在书中， 人与人之间真情的流露， 尤其是

圣普乐与朱丽之间情深意切的情书传递， 处处体现着作者对于人性之爱的体悟。 正是对于情感的至上

表达， 强调自然人的纯真爱情， １９ 世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乔治·勃兰兑斯指出： “这一特点， 连带地推

翻了法兰西古典时代在情绪问题上所持的理论的立场。 这个理论以为所有高尚而纯洁的情绪， 尤其是

爱情， 都是文明的产物， 从而在文学作品中见不到自然和热情， 只有伪饰的情操和阿谀的礼式”。［１０］ 贵

族小姐与平民教师之间的爱情被神圣化、 合法化， 超越了等级门第的封建观念， 而朱丽也成为了当时

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典型。
小说主人公原型来源于 １２ 世纪爱洛依丝与阿贝拉尔师生相恋的故事。 阿贝拉尔是当时著名神学家，

作为私人家庭教师与学生爱洛依丝相爱， 并生下私生子， 举行了秘密婚礼。 后阿贝拉尔受爱洛依丝家

人报复而被阉割， 二人各自进了修道院苦修， 仅有书信往来， 死后葬于同一个修道院墓地。 阿贝拉尔

是 “哥利亚德” （Ｇｏｌｉａｄ， 意为游荡诗人， 云游者， 泛指不安心学习的学生和放荡不羁的僧侣） 的代表，
并且是被公认的第一位知识分子。 离经叛道的 “哥利亚德” 追求人性解放和思想自由， 是对当时宗教

强大恐怖思想压制的反对与蔑视。 圣普乐是朱丽的家庭教师， 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知识修养的知识分子，
是作家从阿贝拉尔的形象出发建构的， 他与朱丽最大的差异在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而朱丽则是虔诚

的基督教徒。 因此， 圣普乐身上承担着卢梭鲜明的启蒙主义观点———反对宗教的束缚， 追求自然人性。
该小说原名是 《阿尔卑斯山麓一小镇的二情人之书笺》， 后改为 《新爱洛依丝》， 改名出版显然是有意

让读者在文本阅读上进行互文对话。 阿贝拉尔与爱洛依丝的悲剧既折射着中世纪宗教力量对于禁欲主

义的推行， 又反映出自然情爱力量对禁欲主义的突破。 法国在思想文学史上对于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对

浪漫爱情的争取也正是从 １２ 世纪骑士文学就开始的， 进而奠定了法国民族性格中对于自然情怀和浪漫

情愫的追求。 虽然出身瑞士， 但卢梭祖上是法国新教徒， 其离开瑞士后所受的法国文化熏陶以及一切

以情感为出发点的个体性格使他无意中秉承了这一浪漫传统， 极力渲染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纠葛，
成为写情的圣手， 从而推动了后来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 浪漫主义精神核心便是在理性中分离出了情

感， 在社会中分离出了自然， 在人性中提升了自由， 卢梭对这种精神的形成可谓功莫大焉。 《新爱洛依

丝》 对歌德写作 《少年维特之烦恼》 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而拉马丁、 夏多布里昂、 拜伦、 雪莱等浪

漫主义巨擘更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卢梭致敬。
爱情与自然人性是高贵的， 但是理性的德操并不为卢梭所摈弃。 正如小说中所言， “绝不要抛弃道

德， 绝不要忘记你的朱丽”。［１］（１８８）虽然不同于别的启蒙主义者认为道德的基础是理性， 但是对于卢梭而

言， 道德的基础是 “我们的灵魂深处” 的良心。［１１］ 良心是人天生而有的善良， 先于我们的知识经验和

思考认知， 是一种本能的德性。 “人类道德的原则和基础并不是外在的， 它就在于人类的心灵之中， 是

人类的道德情感和意志自律”。［９］人通过自己的意志去改善自己也可以在其中获得自由。 虽然朱丽与圣

普乐可以在双方自由身的时候选择自由相恋， 勇敢结合， 但是面对他们的自然恋情， 他们依旧彼此保

留着深深的愧疚感。 这部小说虽以中世纪不伦之恋为原型， 但作者在情节和人物处理之上依旧做了巨

大改变。 尤其是阿贝拉尔最后被阉割， 逐出了教堂， 进了修道院， 而圣普乐却在朋友与恋人的引导之

下， 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圣普乐的结局是身心逐渐健全， 他的存在也是作者自然节制理念的体现。
此外， 卢梭本人也利用朱丽与圣普乐的关系塑造了宗教与非宗教之间宽容和谐的互动， 包括她成

为沃尔玛夫人之后与丈夫之间对于上帝问题的探讨。 作者试图建立一个宗教自由的社会， 无论是否拥

有信仰， 都有权利追求幸福， 因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让自己完善。 同样， 这种宽容也体现在沃尔

玛对于圣普乐与自己的妻子曾经的恋人关系上， 以及克莱尔对于圣普乐的爱慕， 爱德华绅士对于曾经

沦落风尘的劳尔的救赎。 正是这种宽容让人性的纯真面无限放大。 从 １７５７ 年到 １７５８ 年， 正好是卢梭与

以狄德罗为首的启蒙主义者思想观点分歧争论最为残酷的时候， 与当时的社会语境相结合， 可以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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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卢梭对于狭义启蒙运动理性至上的回击， 以及渴望彼此相互理解与宽容的心态。

二、 书信体裁与女性读者的参与

卢梭之所以采用书信体方式进行创作， 一方面是对爱洛依丝与阿贝拉尔的爱情书简在形式上回应，
另一方面也与其写作内容私密性相关。 作为近代书信体小说的创始人， 塞缪尔·理查逊以其作品 《帕

米拉》 开创了英国感伤主义文学之先河， 他在作品中探讨爱情与道德、 女性与婚姻等敏感话题， 这种

写作风格随后即受到了欢迎。 卢梭承继这一体裁， 但将道德人格化的意图也让他从当时书信小说一味

以阴柔女性悲惨经历和传奇艳遇为内容的描写中脱离开来。 在美国文学评论家保尔·德曼看来， “这部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正如寓言故事里的人物一样， 都是某种抽象概念的替代物。 例如， 朱莉代表了贞洁，
圣普乐代表了忠诚， 德·沃尔玛先生代表了宽容， 克莱尔代表了友谊， 等等。 小说从根本上说， 是为

了传达一种道德说教， 这也是卢梭在第二篇序言中一再强调的……如此看来， 《新爱洛伊丝》 的寓言说

教成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１２］这种浓郁的说教色彩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也是对传统书信体裁小说在题

材和内容上的弥补和拓展， 使书信体写作更具有对话社会的可能。
从宏观社会发展上来看， 书信体小说是伴随着资产阶级自我主体性的逐渐建构而出现的文学体裁。

作为一种被建构的话语， “近代西方的书信体小说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 就把揭示主体的内心隐私作为

自己的主要任务。 在西方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 它第一次以亲切的口气、 私密化的情感和通俗易懂的

文字， 为近代小说建立起一个记录个人隐私生活的叙事模式， 投合了新兴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欲望

和趣味， 从而参与了一种完全属于近代 ‘市民公共领域’ 的隐私话语的建构。” ［１３］ 小说的出现离不开印

刷技术的进步、 教育的普及， 然而书信小说的盛行因为涉及婚姻、 性爱的内容而往往为女性读者所喜

欢， 同时也意味着当时女性教育的展开。 此外， 阅读书信体常伴随着窥视欲的满足感， 这就为当时极

度理性化的社会增加了一定的感性空间。 “书信体小说的发展体现了当时社会人与人交流的必要性， 人

们非常迷恋于 ‘自我’ 与 ‘知己’ 的沟通关系。 在崇尚诚信的社会背景下， 书信体小说占据了极为重

要的地位”。［１４］书信体小说往往以第一人称视角， 提供作者写作的主观性和读者解读的自由性。 第一人

称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解读， 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叙事视角的角度， 对于 “我” 的关注超越了对于

“他者” 的客观描述， 也暗示着资产阶级自信心的确立， 这也使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对于

作品中 “有我之境” 的想象， 关注个人情感表达， 提升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
《新爱洛依丝》 作为具有女性视角的小说， 在题材上满足与符合了女性阅读的视野。 因为即使当时

女性教育开始普及， 但是依旧无法在认知体系上完成与男性视野的对接。 而将这本具有哲理性的小说

披上浪漫爱情的外衣， 必然成为当时妇女阅读的首选。 “现代小说在 １８ 世纪的发展从来无法与性别问

题相分离。 从启蒙批评通过女性感知联系小说主体与情感审美后的两个世纪中， 评论家已经将不同的

文学风格类型对应至相应的性别中”。［１５］１８ 世纪的欧洲社会新旧阶级明显交替， 伴随而来的是前所未有

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 而从哪里寻找到一个可以完成规训、 追求以及令女性向往接受的对象？ 卢梭

为此塑造了一个因为爱情而失足的朱丽， 而她最后的神圣升华又与其心灵高贵、 接受道德、 追求自我

救赎相关。 朱丽一方面超越传统道德的女人形象 （贵族阶级的审美）， 如卢梭坦言的， “它 （小说） 将

令风雅女子不快， 又令正经女人愤慨……” ［１］（５） ； 另一方面， 朱丽最后回归道德伦理的轨迹， 又是卢梭

试图勾勒被社会压抑至边缘已久的女性教育 （阅读） 的指向， 是对新兴资产阶级家庭和社会建构诉求

的妥协与认同。

三、 “回归自然” 理念与 “契约共同体” 的建构

“回归自然” 一般具有双重含义： 一是回归人自然的天性， 二是回归纯粹的大自然， 从腐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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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脱身去寻求自然的美与崇高。 卢梭也知道人不可能完全回归自然， 成为自然人， 他之所以提出 “回

归自然”， 是以自然状态为评判现实社会的出发点， 是为了对抗建立在近代科学话语上的、 极度唯物、
理性的启蒙主义， 是对功利化社会和机械物质文明的极大反驳， 是规避人的异化的一种理念。

诚如一些学者所言， “ ‘返归自然’、 ‘尊重自然’ 是卢梭浪漫主义中生态思想的核心体系， 这不仅

在当时就超越了同时代的很多文人学者， 而且对当今世界所面对的生态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实践意义”。［１６］回归自然， 对卢梭而言也就是躲开病态的上层文明社会， 在与大自然的共存中恢复真

朴的人性。 所以， 在 《新爱洛依丝》 中， 他有意将出身阶层迥异的恋人置身于环境优美的阿尔卑斯山

麓之中， 生命本源的爱情与朴素自然的环境相对应， 在这样的环境中男女主人公完成了彼此身心的融

合。 在朱丽对爱丽舍的管理中， 更是充分反应出 “整体”、 “融合”、 “平等” 的生态美学观。 爱丽舍原

为古希腊和拉丁神话中的幸福之所， 在冥界最外层， 是上古英雄与有德之人的理想乐土， 美丽祥和生

活的象征。 小说中爱丽舍原先是一片荒地， 绿草稀少、 树林稀疏， 而七八年之后， 等到圣普乐再次回

来， “仿佛踏进了大自然中最原始最孤立之地”，［１７］ 花园里花草繁盛， 种类繁多， 任其发展， 不加以人

为的干涉， 更是不故意堆砌栅栏， 只是加以适当的打理。 因地制宜地选择水渠开发， 对于自然生物

（鸟、 鱼） 的尊重和一定的自然环境空间， 不允许他人近距离地接近， 甚至朱丽戏称鸟是自己的主人。
“在这样的环境中， 他们互相尊重， 彼此相爱， 勤俭持家， 善待自然， 善待仆人、 农人。 他们又先后邀

来圣普乐、 朱莉表妹克莱尔， 甚至圣普乐的好友爱德华爵士。 朱莉之家俨然是卢梭理想生活方式和社

会组织的象征”。［１８］爱丽舍的设计基于人与自然相互协作的关系， 是具有诗学审美的。 在自然设计的过

程中， 也将自我的意识主体化、 自然化， 具有浓郁的个人主义气息； 卢梭在此自然化的环境下开辟了

心理描述的新领域。 这对于启蒙时代理性框架下文学作品的创作是一个极大的突破， 同时也是对当时

乃至当代自然环境问题提出了一种诗意化的解决手段。 此后， 正如冯寿农所论述的， “卢梭所返回的

‘自然’ 实际上是一种附魅的自然本体， 这是人类一种古老的自然观， 即认为自然皆有灵魂的。 这种自

然观产生于先民们依赖于自然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存方式……不仅影响浪漫主义文学， 也开拓了法

国生态文学”。［１９］故此， 从 １９ 世纪乔治·桑的 《魔沼》、 ２０ 世纪米歇尔·图尼埃的 《礼拜五———太平洋

上的灵薄狱》 乃至当代的勒克莱齐奥的 《沙漠》， 皆可以看成是对卢梭生态美学的衍生与续写。
“回归自然” 不仅仅只是对客观自然的复返， 更是将自然作为一种思考社会的原则。 “对于大多数

的浪漫主义者， 尤其是卢梭而言， 始终坚信自然的理念发挥着规范和引导的作用”。［２０］ 故此， 卢梭 “从
自然主义哲学观出发， 认为男女有别是大自然的安排， 应该遵循自然的指导， 按男女差异进行教育，
这与现代教育观是吻合的， 在教育史上无疑是个重大进步， 为女子教育的发展， 进而为女性追求自由

平等做出了重大贡献”。［２１］卢梭认为女性生来温柔娴静， 而对其教育应该从培养一个贤淑端庄的妇人入

手。 朱丽便成为这种教育最为成功的典范。 教育的核心必须是顺应人的天性， 关注审美经验与道德的

完善， 提倡情感大于理智的开发。 卢梭借朱丽之口吻认为在孩童的儿时， 母亲必须花更多的时间与精

力用在陪伴孩子成长上， 而父亲则在孩子青年时期承担起理智和正义的感化。 而且卢梭还以朱丽与沃

尔玛的男女组合为例， 同样树立了依附式家庭教育的榜样， 朱丽承担着生活的责任， 而沃尔玛则负责

对外的沟通， 朱丽尊重并且敬佩自己的丈夫， 丈夫也宽容与理解自己的妻子， 朱丽的家庭是一个崭新

的理想家庭， “它会是理论设想中的、 《社会契约论》 所塑造新社会的基石”。［２２］

在社会管理上， 卢梭虽然没有在这本书中对社会提出整体性的思考， 但是他通过沃尔玛一家的主

仆关系， 反应折射出他对整个和谐社会的构思， 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 阶级关系的淡化。 比如，
沃尔玛对于仆人的挑选， 往往给淳朴的农民以机会。 在组织管理上， 合理安排工作分量， 将个人价值

最大化。 仆人一方面受到主人在人格上的尊重， 而主人也在道德上以身作则， 激发了仆人为之工作的

最大动力。 正是如此才展示出卢梭所关注的平等自由的理念， “卢梭的契约共同体是指向未来的并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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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个性从而使个人的自然状态的绝对存在转换为相对的共同体的存在， 这种存在并不剥夺个人的任

何自由， 反而给他们基于公意之下的一种平等关系之上的自由”。［２３］ 而朱丽定期举办舞会， 给女仆提供

自己所做的点心， 不偏袒任何人， 不憎恨那些为了私利而诋毁他人的仆人， 从而有效避免了仆人之间

因为私人恩怨而导致整个家庭秩序的破坏。 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正是卢梭对于美好社会共同体的一大

憧憬， 这对我们今天建构和谐生态社会也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总之， 《新爱洛依丝》 的经典性是多方面的， 而作为卢梭诸多思想的实体化演绎， 无疑是其经典化

生成的基本要素。 除上面所述以外， 有一点也值得一提， 即作家对社会风尚的描绘， 使得该小说亦成

为研究法国启蒙时代风貌的重要历史性文本。 比如圣普乐在巴黎给朱丽写信时， 作者借圣普乐之手描

述了巴黎社会风俗， 呈现了当时贵妇人雍容的穿着， 戏院剧场中混乱的场面， 以及妇女偷情出轨的风

流韵事等等， 这对于研究 １８ 世纪的法国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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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王晓瑞 􀆰 卢梭的女性教育观———读 《朱莉， 或新爱洛伊丝》 ［ Ｊ］ 􀆰 快乐阅读， ２０１１ （２１）： １９１􀆰

［２２］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ｉｎ􀆰 Ｏｎ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ｉｓ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Ｍ］ 􀆰 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 Ｓｅｎ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１１： １８􀆰

［２３］ 邵发军 􀆰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研究 ［Ｍ］ 􀆰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３４􀆰

［责任编辑： 华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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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ｌｉｅ， 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Ｈｅｌｏｉｓｅ

Ｘｕ Ｙｕｊｉ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ａｎ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ａ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ｎ ａ 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ｌｉｅ， 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Ｈｅｌｏｉｓｅ，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ｓ ｒｅｓｐｏｎ⁃

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ｅｐｉｓｔｏｌａｒｙ ｎｏｖｅｌ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Ｈａｎ Ｙｏｎｇｊｕｎ ＆ Ｙａｎｇ Ｘｕｄａｎ

Ｕｎｌｉｋｅ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ｅａｓｉｌ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ｇｏ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 “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ｉｌ⁃

ｌａｇ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ｆａｃ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

ｓａｒ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ｋｅｅｐ 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ｈａｎ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ａ ｓｍｏｏｔｈ ａｎｄ ｑｕｉｃｋ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ｔ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ｎｋ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ｅ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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